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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传统观点将道德能动性解释为人独有的道德行为能力,并提出了道德能动性的完备条件。 传统观点

并未直接否定人工道德自主体和人工道德能动性的可能性,但它固守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对道德能动性的完备条

件缺乏充分反思。 事实上,人类以及非人类存在物在缺乏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仍具备道德能动性。 站在开放立场

上,道德能动性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实体积极施加有效道德影响的能力,要求实体具备由其内部状态“引发”的道德

行为、内在认知能力、处于道德规范约束下等条件。 道德能动性既可以是自然生成的,也可以是通过人工建构以软

硬件形态呈现的无意识道德能动性,还可以是通过人机交互表现出来的集体道德能动性,包括授权的道德能动性、
扩展的道德能动性和分布的道德能动性等不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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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蓬勃发展期,不仅在文

本、音频、图像合成等方面展示出强大的推理、判断

和学习能力,而且在交通、医疗、金融、农业等越来越

多的领域实现了产业化应用。 人工智能可以在没有

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独立实施机器行为,承担起

许多原来属于人类的职责任务,甚至在特定领域逐

步取代人类。 人工智能在相关技术道德事件中发挥

了关键性作用;但它是否具备道德能动性,能否成为

像人类一样的道德自主体仍存在广泛争议。 按照传

统观点,道德能动性是人类独有的重要属性,是人类

价值和尊严的重要标志。 人工智能不具备道德能动

性,它只能作为技术工具协助人类发挥道德能动性。
传统观点的问题在于:固守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试图

构建道德能动性的完备条件,对道德能动性的复杂

性和概念弹性缺乏足够反思。 人工智能的高速迭代

创新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站在开放立场上重新思考道

德能动性的条件,探讨人工道德能动性得以成立的

底线要求和可能形态。

道德能动性是正确的道德责任归属的重要前

提。 “在我们知道能动性是否参与以及何种能动性

参与了某些事件的发生之前,试图让任何自主体承

担责任都是徒劳的。” [1] 人工道德能动性的提出意

味着承认人工智能逐步发展而来的、对道德承受体

施加有效道德影响的能力,并根据人与人工智能对

技术道德事件的参与程度和实际作用来分配相应的

道德责任。 本文拟通过对人工道德能动性的伦理证

成,阐明技术道德事件中的因果责任关系,从而为人

工智能的道德责任归属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一、道德能动性的传统观点

传统观点从行为哲学出发,提出“能动性的标

准概念和标准理论”。 按照标准解释,道德能动性

是人的道德行动能力,特指人“实施意向性行为的

能力” [2] 。 具备道德能动性的人是道德自主体。
“能动性是内在于行动者之中的能力,而对于行动者

收稿日期:2025-0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的责任伦理研究”(19BZX109)。
作者简介:曲蓉,女,哲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44)。

811



最基本的理解是,行动者即对周围世界起作用的

人。” [3]传统观点站在人类价值立场上提出了道德

能动性的完备条件,并据此对人工道德能动性进行

了深入分析。
观点一:人类独特性

传统观点主张,能动性特别是道德能动性是人

类心灵独有的功能,是人类意识和实践的一种特性,
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重要标志。 “这一能动

性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核心特征,也是使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独有的和有价值的个体的一个核心特征。 它

也是整体性评价人类价值的核心。 重要的是,这个

能动性包括我们的道德能动性。 这是我们不能失去

的。” [4]按此观点,人工道德能动性的提法根本不

成立。
斯派洛(Robert Sparrow)和博丁顿(Paula Bod-

dington)代表了这一观点的两种不同思考路线,他们

分别从人类个体和整体角度解释道德能动性的独特

性。 斯派洛基于个人主义观点,指出道德困境和道

德决策都是个人的,个人的生活史深切地影响了他

所做出的道德决策。 不存在超出个人之上的道德权

威,而试图在某个道德主张基础上教导人工智能道

德的尝试是不可能实现的[5] 。 博丁顿则认为道德

能动性与“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直接相关,人工道

德能动性的存在将损害人类独特的道德地位。 与此

同时,人类道德能动性极度脆弱,人类倾向于放弃自

身的道德能动性或任由道德能动性受到侵蚀,承认

人工道德能动性将加剧这一过程。 “对于人类来

说,我们的能动性至关重要,这也对我们是谁而言至

关重要:我们的能动性可能会失败,我们的道德能动

性可能会崩溃。” [4]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人工智能的

发展方向应增强而非削弱人类的道德能动性。 当

然,博丁顿并未直接否定人工道德能动性的可能性,
而是试图告诫人们人工道德能动性对人类构成的潜

在威胁。 上述观点将道德能动性与人类整体或个体

的身份认同和道德地位联系起来,强调人类道德行

为的独特价值,从而对人工道德能动性持反对态度。
观点二:特定心理状态

传统观点认为人的某种特定心理状态是构成道

德能动性的一个必备条件。 大多数观点将这种心理

状态理解为意向性,主张意向性构成行为的原因,在
行为中发挥着不同于自然必然性的因果作用。
“‘能动性’一词用在更狭义的意义上,用来表示意

向行为的表现。” [2] 还有观点认为人的全部意识

(consciousness)都是形成道德能动性的心理条件。

因此,人工道德能动性取决于计算机能否构建人工

意向状态或人工意识。
传统观点认为,“意向性是指心理状态指向外

在对象的能力” [6] ,它与自然因果效力不同,能够解

释人类自主体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道德或法

律责任归属的前提条件。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在责任方面,这种区别是基本的,因为人类自主体

可以被认为在道德和法律上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可
以问责,有义务,值得赞扬 /谴责),而人工物则不

能” [7] 。 传统观点内部对意向性的理解存在较大分

歧。 一种观点将意向性理解为信念 /欲望组合,认为

意向性是一种“关于其他事物的心理状态,如对 X
的欲求” [8] ,信念即相信 Y 是实现 X 的必要手段,
这一欲望和信念组合将引发一个实施 Y 的行为。
另一种观点认为,信念 /欲望组合停留在指向目标和

行动的一阶欲望上,而对人的动机的反思性评价导

致二阶欲望的形成。 二阶欲望是认同一阶欲望及其

效果,“拥有自由意志就是拥有二阶欲望” [9] 。 如

鲍尔斯(Thomas M. Powers)用慎思、实践理性和自

由意志扩展了对意向性的理解。 还有一种观点认

为,意向性行为与有理由(reasons)行为之间有密切

联系,意向性行为是出于理由的行为。 “一个行为

者是指出于理由而采取行动的人或事,这些理由可

能受外部因素影响但却仍然是行为者的理由。” [10]

鲍尔斯进一步指出道德自主体应具备作为行动理由

的内在意向状态。 只有意向性成为其行为的理由

时,一个人才能被视为自主体并具有道德能动性。
他进而主张人类道德能动性的核心概念可以扩展至

计算机道德的考虑之中,作为判断人工道德能动性

的依据。
希玛(Kenneth Einar Himma)认为,构成道德能

动性的必要且充分条件是人的两种能力:自由行为

能力和道德认知能力。 其中,自由行为能力意味着

一个人的行为出于他自己的决定,而决定又离不开

这个人的慎思能力,尽管并不是所有决定都是慎思

的结果。 道德认知能力是“知道对错的区别” [8] ,
更准确地说,是正确理解并应用道德原则进行道德

推理的能力,而非许多人所理解的道德无误能力。
这两种能力包括意向性都以意识为前提。 据此,人
工道德能动性是否可能取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或

产生意识,而按照目前的技术发展状况难以得出最

终结论。
观点三:道德责任能力

传统观点认为问责或为行为负责的能力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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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的又一必备条件。 “道德能动性意味着自主

体可以对其行为负责,也就是说它可以被追究责

任。” [11]问责通常包括两类不同的责任实践:从后

向来看,问责是使实体得其所应得;从前向来看,问
责是使实体能够反思自身的选择和行为,不断发展

自身的道德品质。 希玛和阿桑罗(Peter M. Asaro)
分别从上述两个向度进行了论证。 希玛认为道德能

动性是一个规范性概念,要求道德自主体在道德规

范的约束下,为其所做出的行为负责,接受来自他人

的赞扬、奖励、谴责、惩罚。 而后者又要求自主体拥

有“体验如骄傲和羞耻等意识状态”的能力。 “从概

念上,奖励或惩罚没有意识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8]

阿桑罗认为道德能动性离不开接受惩罚的能力。
“道德能动性可能有多种定义,但它最终必须成为

受惩罚的主体。” [12]接受惩罚意味着道德自主体的

道德品质能够得以发展和纠正。 接受惩罚进一步要

求道德自主体具有反思能力,能够将自己的潜在选

择和行为与其他受到惩罚的选择和行为联系起来,
使惩罚发挥其威慑作用。 事实上,无论从前向抑或

从后向,负责任能力的观点再次将问题聚焦于人工

意向性或人工意识的构建问题上。 这样看来,人工

道德能动性的可能性似乎不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
是一个技术问题。 此外,还有观点指出为行为负责

的能力需具备可以接受惩罚的身体,当然,后者是有

机体特有的抑或是任何实体都具有的,同样存在

争议。

二、对传统道德能动性的反思

从传统观点出发并不必然得出对人工道德能动

性的否定性结论,相反,鲍尔斯等学者还指出构造道

德机器大有希望,前提是计算机能否模拟或实现人

工意识或人工意向性;但与此同时,传统观点固守人

类价值立场,对道德能动性的完备条件和研究方法

缺乏充分反思。
传统观点将道德能动性与人类的道德地位和生

命价值联系起来,将人类与非人类实体在道德地位

上根本对立起来,进而认为承认非人类实体的道德

能动性将损害人类的道德地位。 但是,将人类与技

术人工物等非人类实体所属的群体类别作为区分道

德能动性和道德地位的界标不仅面临诸多现实挑

战,而且代表了一种落后的、带有歧视性的价值立

场,即将群体的某些差异进行价值固化。 正如人类

历史上,那些因性别、肤色、国籍曾被排除在道德共

同体之外的群体最终获得了道德行为资格,其他非

人类实体也不应因所属的群体而被直接否定其道德

能动性和道德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道德地位包括

道德自主体地位和道德承受体地位,前者强调实体

在道德活动中的主动地位,而后者强调实体在道德

活动中的被动地位[13] 。 从狭义上讲,道德地位特

指后者,即实体的道德重要性或者说实体因其内在

利益而具有道德上的重要价值。 “如果一个实体具

有道德地位,那么我们就不能随意对待它;我们在道

德上有义务在我们的审议中重视其需要、利益或福

祉。” [13]承认人工道德能动性只是肯定技术人工物

所具有的道德功能能力及其在道德活动中发挥的主

动作用,它既不会威胁人类的内在道德价值,也不会

损害人类的道德能动性。 此外,人类道德能动性确

有其脆弱性,但发展人类道德能动性的关键在于加

强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提高人类理性思维能力、道
德选择能力和道德责任能力,而非错误性地减少其

竞争对象。
传统观点提出道德能动性的完备条件,但这两

个条件并非牢不可破。
一方面,特定心理状态是特指意向性还是包括

意向性在内的全部意识,仍存在着争论。 由于不同

理论对意向性的内涵不断修正,意向性和道德能动

性都成了具有高度弹性的概念。 如果将意向性理解

为信念 /欲望组合的话,就无法将人的本能冲动与意

向性行为区分开来。 如果进而用自由意志来解释意

向性,又可能陷入一种道德洁癖的误区。 绝对命令

是自由意志的法则,“绝对命令是道德能动性的构

成性原则。 为了采取行动,一个人必须以普遍规律

为指导,这是一致性的行动原则。 只要一个人的行

为方式不那么一致,她就不是自主体” [9] 。 该观点

的问题是将偶然性行为或不道德行为排除在意向性

行为之外。 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因为我们的很多行

为不是绝对前后一致或严格遵守道德原则的,但这

些行为仍然是我们基于自身行为能力所做出的自主

自愿的行为选择。 意向性和与之相关的道德能动性

概念被进一步修正:道德能动性离不开慎思能力,但
并非所有道德能动性都出于慎思;道德能动性要求

道德推理能力,但这又不同于道德无误[8] 。 事实

上,对意向性的修正,使意向性和道德能动性成为具

有高度弹性的概念,可以在从宽泛至严格的不同维

度上加以理解。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意

向性理解为实体展现出一种特殊的功能能力,正如

丹尼特通过“意向性立场”对能动性所做的界定,因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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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工意向性或人工道德能动性都具有可能性。
另一方面,传统观点对责任条件的理解不仅要

面临正当性挑战,而且还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 在

传统观点看来,“对某事负责任就是通过给予其行

为应得的东西而对她的行为做出回应” [8] 。 具体来

说,超出道德义务的行为应受赞扬;违反道德义务的

行为应受到指责或惩罚;履行道德义务的行为既不

赞扬也不谴责。 通过道德上的奖惩特别是惩罚,恢
复行为所改变的社会秩序,从而 “维持正义的平

衡”。 许多现代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惩罚作

为“对过去错误的一种自然报复,这一点在有教养

的社会中不应当再得到捍卫了” [14]59。 此外,传统

观点既用道德责任能力解释和论证道德能动性的条

件,同时又以道德能动性说明和解释道德责任的条

件[15] 。 正如前文所言,一个道德自主体要求其能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反过来讲,自主体为自身的行为

负责,又要求他具有相应的道德行为能力和规范判

断能力,即道德能动性。 道德责任和道德能动性成

为相互论证和诠释的问题。
现实地看,在道德实践中,相当一部分人类个体

及某些非人类实体,在不满足完备条件的情况下仍

被认为有能力实施道德行为,具体可分为五种类型。
一是缺乏充足理性能力。 适龄儿童缺乏充足理

性,他们对自己行为的价值仅有有限的认知,对道德

规则的遵从仍处于道德他律阶段。 “对于他们来

说,因为无法看到相关的选择和后果,伦理行为的范

围被大大缩小。” [16]52儿童不是“道德共同体的无

限制的成员”,但他们“正在逐渐成为有责任的行动

者” [14]315。 一些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适度下调,从
实践角度确认了适龄儿童具备道德行为能力和责任

能力。 此外,工作犬等一部分动物表现出具有高度

责任感的道德行为能力。 有学者甚至主张,“能动

性不需要包含自由和理性” [11] ,道德能动性可以扩

展至动物等非人类存在物。
二是缺乏意向性。 道德能动性离不开人的意向

性,但面对客观、不容忽视的义务或责任时,缺乏意

向性不能成为否定个体道德行为能力和道德责任的

托词和借口。 俄狄浦斯神话是缺乏意向性的典型案

例。 赫费解释道,俄狄浦斯在完全无知无意中犯下

弑父娶母的罪行,但无知无意的心理态度不能取消

他的责任。 “某些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受到蔑

视,不依赖注意义务或过失问题。” [17] 弗洛里迪和

桑德斯认为,俄狄浦斯没有恶的动机,相反,他竭尽

善意的努力最终却做出了那个邪恶的行为,他对行

为的结果没有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但他

又是罪恶的唯一根源,需要为其行为负责任(accou-
tability),他是没有责任的道德自主体[18] 。

三是缺乏意志力。 意志是理性的实践能力,是
个体按照理性法则行为的能力。 成瘾症患者缺乏践

履道德原则并将道德原则贯彻始终的意志力。 他们

有能力根据道德原则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很多人

常常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感到懊悔、痛心疾首,甚至主

动接受道德惩罚;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控制不住自己

的错误行为。 传统观点认为成瘾症患者受强烈欲望

所驱使的行为属于其自觉自愿的选择。
四是缺乏道德感。 道德感不是指“道德判断的

能力 ” [19] , 而 是 指 “ 对 善 恶 的 好 恶 态 度 与 反

应” [20] 。 个体为其行为负责要求他具备羞耻、愧
疚、骄傲、自豪等道德感受能力。 电影人物汉尼拔等

反社会人格缺乏内在的道德感,他遵守道德规范的

动力来自对免受道德惩罚的实际考量。 汉尼拔还缺

乏相应的反思能力,他不会因外部评价而重新审视

自己的行为和动机。 传统观点认为缺乏必要的道德

感并不影响个体的道德能动性,他仍需为行为承担

道德责任。
五是缺乏身体。 身体是个体接受实质性惩罚的

基础条件,也是负责任能力的重要前提。 公司或法

人组织缺乏可接受惩罚的身体,在司法实践中,对它

们的惩罚不那么直观,或者针对公司或法人组织存

在的根本原因———赚钱,或者针对其法律代理人进

行惩罚。 “公司可以拥有财产,签订合同,并对疏忽

负责。” [12]公司或法人组织拥有合法权利,可以实

施法律行为,承担相应道德和法律责任,可以认为具

有道德能动性。 由此可见,在实践中所谓道德能动

性的标准理论也是可疑的。
表 1　 不满足完备条件但具备道德能动性的主要类型

类型 一 二 三 四 五

缺乏
条件

充足的
理性能力

意向性 意志力 道德感
接受惩罚的

身体

典型
案例

适龄儿童、
工作犬

俄狄浦斯
成瘾症
患者

汉尼拔
公司、法人

组织

　 　 传统观点运用人机类比方法,通过分析人工智

能可否直接模拟人类道德能动性,或者分析人工物

能否模拟诸如意向性、意识、负责任能力等构成要

素,进而判断人工道德能动性的可能性[21] 。 这种

类比方法与人工智能发展的目标和理念是一致的,
许多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将模拟人类的思想或行动作

为人工智能的建构方法。 如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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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工智能的预期目标是“制造一台机器,该机器

可以模拟学习或者智能的所有方面” [22] 。 在伦理

学领域,类比方法有助于利用已经发展起来的人类

道德理论来阐释并解决人工智能引发的道德问题,
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相似性,如谁有能力实施道德行

为、谁来承担道德责任等,相应的道德原理和方法也

有相似之处,类比方法具备一定程度的适用性。 但

是,类比方法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它要么错误评估

人工智能的功能能力进而否定人工道德能动性,要
么陷入对人类道德能动性拙劣模仿的误区。 约翰逊

等学者就曾指出类比方法的本质是隐喻性的,过度

夸大隐喻双方的相似性,忽略二者的根本差异性,将
导致深刻的误解[23] 。 事实上,由于现代科学对大

脑的结构及功能的认识仍不足以构建大脑的数字模

型或模拟人类意向性、意识状态,所以,通过类比人

类道德能动性或其构成要素的研究方法很难得出真

正可靠的结论。

三、道德能动性的开放立场

传统观点按照拥有完美理性能力和道德感受性

的成年人形象提出了道德能动性的完备条件。 “一
个完备伦理自主体可以做出明确的道德判断,并且

通常有能力合理地证明这些道德判断。” [24] 当然,
传统观点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面临的诸多困境,不仅

要求我们审慎地对待传统观点及其结论,同时也要

求我们站在开放立场重新思考道德能动性以及人工

道德能动性的可能性。
站在开放立场上,道德能动性是一个包容性概

念。 “道德能动性的概念具有足够的弹性,允许不

同种类的实体在道德意义上行动。” [10]它包括道德

的和不道德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能动性[9] 。 从这

个意义上说,道德能动性将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一
部分动物、公司或法人组织等非人类实体均纳入其

范畴内。 道德能动性问题也由人的主观心智问题转

变成客观的道德能力问题。 也就是说,开放立场不

再关注个体在实施道德行为时的特定心理状态,而
重点关注人类个体或非人类实体所具有的道德功能

能力,以及该能力对现实道德关系带来的实际影响。
道德能动性是一种“功能主义现象”,即实体所表现

出来的一种“功能主义特性” [15] 。 图灵测试开启了

功能主义先河,瓦拉赫和艾伦、鲍尔斯、汤肯斯

(Tonkens)等学者也都表达了类似主张。 根据功能

主义,能动性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实体“主动积极的

起动力作用的活动性能” [25] 。 道德能动性是实体

(不仅仅是人类)的道德行为能力,或者说实体积极

施加有效道德影响的能力。
道德能动性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且还是

一个规范性概念。 道德能动性体现了道德自主体与

道德承受体之间具有规范性的道德关系,是道德评

价和道德责任归属的重要依据。 据此,道德评价和

道德责任归属不再依赖于实体的内部道德状态,而
是依赖于实体的外部道德状态,即实体在道德关系

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实体对重要道德价值和具有重要

道德价值的道德承受体的实际影响。 例如,工作犬

承担了由社会分配的特定的职责任务,它像人类个

体一样尽职尽责,不论它是出于自由意志抑或本能

驱动,人类都可以根据其行为表现来进行道德评价。
人工智能也是如此。 人工智能在与人类交互关系中

不仅深刻地形塑人类自主体的言行,而且与人类形

成了较为稳定、有道德意义的社会关系,那么,对人

工智能自主实施的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进行评价并要

求其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就是可行的。 “能动性和

责任归属的审美现象学维度已经具有相当程度和足

够的规范性力量来维系道德生活,不论‘内在现实’
是什么。” [11]开放立场上的道德能动性应该具备何

种条件呢?
实体的内部状态“引发”了其道德行为表现。

“引发”表明实体主动积极开启了道德意义上的因

果关系链条,它成为道德承受体状态变化的特定原

因。 实体“引发”了某一道德行为表现,该行为及结

果就可以归因于它,即便缺少任何心理状态或心理

表征,它仍可以被视为道德行为者。 就“引发”而

言,道德自主体与道德承受体是相对而言的:道德自

主体是道德行为的发出者,对道德承受体主动施加

道德影响、发挥道德作用;而道德承受体是道德行为

及后果的承受者,接受来自道德自主体的道德影响

和作用。 由内部状态“引发”表明,作为道德自主体

的实体是其自身道德行为的第一推动力,当然这不

否定实体的内部状态是由其他实体或因素所引发或

决定的。 “基于行动是我们的能动性表达的这一观

点。 我们对我们的行动负道德责任是在仅当我们的

行动显示了我们是作为道德行动者的时候,即当作

为我们的目的、承诺或价值表征的行动确实是由我

们引起的时候。” [26]

实体的内部状态不一定表现为意识,但应包含

一定的认知能力。 作为道德自主体的实体所实施的

行为不是必然性的结果,而是基于对行为本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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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行为的主体、对象、目的、环境、条件等行为的构成

要件)的认知所做出的自主选择。 正是对行为的认

知“引发”了实体的行为表现,与此同时,认知又给

实体提供了进行选择的前提,使实体的行为表现具

有道德意义。 伦理是一种选择的品质。 而缺乏对行

为的充分认知,实体就看不到其他可能的选择,伦理

行为的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行为就不能说是真正自

由的。 这样看来,完全没有智能的实体不具备能

动性。
作为道德自主体的实体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或

者说,道德自主体与道德承受体的关系是道德规范

性的。 “道德自主体是负有多个责任或义务的实

体,而道德承受体是要给予其至少一项责任或义务

的实体。” [8]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道德自主体对道

德承受体负有某种道德义务,他的行为受道德规范

调节,同时按照道德规范进行评价和责任归属。 作

为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果能动性普遍

存在,但在众多的因果条件中一个特定的因果条件

被挑选出来作为该事件的原因,这种挑选不仅取决

于经验性事实,也取决于道德规范。

四、人工道德能动性的可能形态

站在开放立场看,道德能动性既可以是自然生

成的,也可以是通过人工建构以软硬件形态表现出

来的,还可以是通过人机交互中生成的集体能动性

表现出来的。 后两者构成了人工道德能动性的可能

形态。
1.无意识的道德能动性

理性、情感、意志以及意向性均属于人的意识范

畴。 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机器意识的研究一直在

持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争议:我们对人类的意识和

大脑的认识仍然非常粗浅,更不消说去用计算机思

维来表征它们。 如果不考虑意识的话,人工道德能

动性只需考虑人工智能表现出来的功能能力即可。
也就是说,如果人工智能表现出与人类自主体同样

的道德行为能力和道德影响能力,那么它就具有道

德能动性。 鲍尔斯认为,人类与正确类型的计算机

没有道德差异,但计算机的能动性属于“无意识道

德” [10] 。
弗洛里迪和桑德斯详细阐述了“无意识道德”,

认为实体可以在没有自由意志或其他精神状态情况

下成为道德自主体。 他们采用一种在抽象层次上描

述、分析和讨论系统及其背景关系的抽象方法来解

释道德。 “道德可以被认为是在确定所考虑的 LoA
(抽 象 层 次 ) 的 界 面 中, 对 观 察 值 定 义 的 ‘ 阈

值’。” [18]如果自主体的行为遵守了这个“阈值”,
他在道德上就是善的;如果他不遵守这个“阈值”,
他在道德上就是恶的。 道德自主体的正确 LoA 特

征可以概括为互动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实施道德上

合格的行为。 其中,实施道德上合格行为是指实体

“能够引发道德上善或恶”,而互动性、自主性、适应

性表明了实体所具有的行为能力。 艾伦等人提出了

判断人工道德自主体的道德图灵测试及其替代版

本,同时他们也认为考虑到人类不是纯善的,在测试

中,成功的人工道德自主体可能是更道德的那一

个[16]61。
无意识的道德能动性不同于以往技术人工物的

工具性功能。 人类道德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技术人

工物的参与。 例如,交通信号灯指导过往车辆和行

人安全有序地通行,但交通信号灯是按照设定好的

程序控制交通,有些交通信号灯能够根据环境变化

自动调整控制参数,具有一定的自适应性,它没有认

知的内部状态,也不能“引发”自身的道德行为表

现。 交通信号灯只是人类使用的工具,是影响人类

能动性发挥的背景条件。 人工智能具有自主行动能

力,它可以在没有人类直接控制的情况下独立地实

施机器行为,造成某种有意义的结果。 例如,聊天机

器人对外部信息做出积极回应,并根据自己在环境

中学习的东西进行自主回答,还能通过学习不断改

变自己的对话方式。 聊天机器人的对话是它基于对

聊天环境的认知自主引发的行为,是针对人类对话

者的,并对后者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聊天机器

人与人类对话者之间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关

系,而是一种带有明显规范性的关系,都受道德规范

的约束和指导。 虽然聊天机器人是无意识的,没有

任何主观上的目的、意图、情感或情绪,但它具有道

德能动性。
显然,包括聊天机器人在内的人工智能有能力

基于自身对外部环境信息的认知状态,根据社交准

则或道德原则的要求,独立“引发”具有道德意义的

行为,展现出不同程度的道德能动性。 但与此同时,
人工道德能动性与人类道德能动性存在着显著差

异: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认知状态或来自符号推理过

程,或来自对大数据的学习,本质上都是计算机的信

息处理能力,而这也限定了人工智能进行道德选择

的范围;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引发”道德行为表现

的功能能力是指其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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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特定的行为模式,并根据对外部环境信息的判

断做出相应的决策和行动,而不意味着人工智能从

根本上摆脱了人类的控制,成为独立的道德自主体。
由于人工智能距成为独立的人工道德自主体还

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仅表

现出有限的道德行为能力,其道德功能能力及道德

选择的范围都是有限的,是准道德自主体。 摩尔

(James H. Moor)区分了不同层次的伦理自主体:伦
理效果自主体(可从伦理效果上评估机器)、隐含式

伦理自主体(解决机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避
免不道德行为)、显现式伦理自主体(用机器描述道

德并做出道德判断)和完备伦理自主体[24] 。 在此

基础上,瓦拉赫和艾伦根据自主性和对价值的敏感

度两个维度,在操作性道德和可靠的道德自主体之

间划出一个功能性道德区,以便容纳人工道德自主

体的各种可能形态。 他们的观点也可用于理解人工

道德能动性:人工道德能动性是由人工智能在两个

维度上定位决定的,而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人工

道德能动性的进步与两个维度的进步密切相关。
此外,无意识的道德能动性并不代表人工智能

获得了道德权利和道德地位。 “作为主体的人及其

实践活动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 [25]无论人类个体

抑或公司、法人组织,都既受道德义务的约束,又受

道德权利的保护,是道德自主体和道德承受体的统

一。 相较之下,人工智能缺乏意识和感受性,它虽然

受道德义务的约束,却不受道德权利的保护。 人工

智能具备道德能动性,但没有道德受动性;是道德自

主体,而不是道德承受体。 人类对待人工智能的方

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展现出的形象和功能能力

的影响,如对人类表达关爱的聊天机器人,人类也会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表现出对机器的喜爱和关

心;反过来,对满口污言秽语的聊天机器人,人类则

会表现出憎恶和愤怒。 但这种方式本质上仍是工具

主义的。
2.人机交互中的集体道德能动性

通常情况下,人工智能不是独立引发道德行为

的,而是通过人机交互方式形成集体道德能动性,亦
即团体道德能动性或共享道德能动性。 利斯特

(Christian List)明确主张集体能动性与人工智能系

统具有关键的并行关系,集体能动性可以被视为人

工智能系统的一个特例[15] 。 他以集体能动性为参

照来阐明人工智能的道德能动性和道德地位等问

题。 更为重要的是,人机在交互关系中构成混合行

动体,并展现出不同于人类个体或单个机器的道德

行动能力。 “人机混合道德能动者,顾名思义是由

人与计算机、机器、人工智能等非人类能动者共同组

成的行动主体,它属于一种多行动者系统。” [27] 根

据人机关系的特殊性,人机交互中的集体道德能动

性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授权的道德能动性。 授权意味着将原属于

人类的社会职责授权给人工智能,由人工智能代表

人类自主体执行任务或实施有意义的道德行为。 人

工智能代表人类行事,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

向。 “关于人工物能动性的论述似乎常常涉及那些

为人类执行任务或代表人类行事的自主体” [23] ,
“机器人可以被视为代表他人行事的自主体” [12] 。
例如,交通信号灯代替打手势的交通警察,洗碗机和

扫地机器人代替清洁工人,自动驾驶汽车代替驾驶

员,等等。 与交通信号灯、扫地机器人不同,将驾驶

任务委托给自动驾驶汽车,意味着允许它处理可能

出现的各种路况信息,包括紧急情况下处理车辆与

路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人类向人工智能进行授权,
给人工智能一定的行动自主权,人工智能在授权范

围内相对独立“引发”道德行为。 但授权并不意味

着人工智能成为独立道德自主体:一方面,人工智能

代理人类行事,行为后果的责任归属于授权人与人

工智能的整体;另一方面,“人工物通过刻在其设计

中的授权意图影响人类行为” [23] ,人类的意图和道

德能动性是通过开发—设计—测试—使用的纵向因

果关系链条传递给人工智能并由后者展现出道德行

为能力,人类制造者也参与了授权行为。 当然,道德

授权比较复杂,它不仅把人类的某个道德义务授权

给人工智能,而且把对于人类的道德义务授权给人

工智能。 过多的道德授权可能造成人类主动放弃道

德自主体地位,进而放弃对自身命运的掌握。 因此,
道德授权是有限度的。 正如亚当(Alison Adam)的

分析所言,道德授权应该增加人类的道德资本,提高

人类的道德能力,而不是削弱它[28] 。
二是扩展的道德能动性。 随着人工智能在多领

域的广泛应用,很多道德事件是人工智能与人类使

用者共同完成的,而不是由人类使用者或人工智能

单独完成的。 在此过程中,人机构成联合行为体共

同“引发”了针对道德承受体的行为。 人机联合行

为体的“引发”行为来自他们对行为的集体认知状

态,进而产生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后果。 以寻人数

据库为例。 寻人数据库具备面部识别、地域推荐、多
维度查询等功能,向人类用户提供带有倾向性的决

策,与传统互联网工具已有本质不同。 但寻人数据

421

　 2025 年第 6 期



库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它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将人类

的理性与机器决策相结合起来形成共同认知状态,
这样才能发挥其道德影响。 约翰逊将这种能动性称

之为三元能动性。 她认为处于因果链远端的人类用

户和设计师发挥的意向能动性和因果效力,与处于

因果链近端的人工智能的因果效力共同构成了集体

能动性,她还预测未来处于因果链更加远端的人类

用户仍将共同发挥集体能动性[7] 。 汉森 ( Allan
Hanson)认为由人机构成的联合行为体具有扩展能

动性。 “扩展能动性理论认为,行为事件(deed)是

由学生、图书馆馆藏数据库以及使两者联系起来的

自动化硬件和软件组成的联合实体共同完成的。 这

种超越个人能动性的扩展能动性其背后的基本理由

是,如果一项行动只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类和非人类

参与者的共谋下完成,那么,实施该行为的主体或能

动性不能局限于人类部分,而必须由他们所有人组

成。” [29]扩展能动性是人类用户与人工智能共同展

现出的道德行动能力,相应的道德责任属于作为整

体的扩展能动性,而不单独属于其中人类或非人类

实体。
三是集体道德能动性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分

布的道德能动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多主体系统的相互作用会使原本价值中立的行为转

变为具有道德负载的行为。 弗洛里迪对此进行了论

述,他认为价值中立或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行为,通
过适当的集聚或多主体系统的相互作用,如果突破

一定的道德阈值,行为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具有道

德上善或恶的意义。 例如,个体小数额捐款可能做

不了什么,但借助慈善平台就能够兴建学校、医院及

养老院等大型公益机构;相反,人们到公共场所活动

是完全无害的,但人数超过极限时就可能发生踩踏

事件。 在集聚或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情况下,行为结

果的道德性质会使分布式行为的道德性质发生转

变。 道德阈值的边界为何,弗洛里迪认为并没有绝

对的界限。 这是因为分布式道德情境在道德上是弹

性的。 如果公共场所秩序良好,它可能容纳更多的

人而不会出现踩踏事件;如果公共场所处于无序状

态,它可能容纳的公众数量就会少很多。 这说明公

众进入公共场所的行为性质在道德上是否会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受基础性设施的环境容量的影响。 在

分布式道德中,人类或非人类实体确实“引发”了单

个行为,但他们没有主动“引发”道德行为,是由系

统的相互作用使行为形成集聚效应,才产生了具有

道德意义的后果。 在这里,道德能动性是通过社会

系统分布在人类和非人类实体包括人工智能之中

的,“道德活动不仅仅依附于作为个体的人类或人

工智能,而是可以在社会、组织和人工物与人类自主

体网络中分布” [28] 。 与此相应,道德责任也应在人

类和非人类实体中进行按比例分配。
综上所述,站在开放立场来看,人工道德能动性

具有不同表现形式,这反映了人工智能在道德事件

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带有差异性。 特别是集体道德

能动性,反映了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交互关系的特殊

性及人机共享的道德功能能力。 一方面,它为人工

智能道德事件进行道德责任归属提供了更加完备的

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也对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提

出明确要求,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应与人类的价

值观保持一致,应增加人类道德资本而不是削弱人

类的道德能力和道德地位,应将人工智能作为社会

技术系统整体上考虑其复杂的道德影响和社会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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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Proof of Artificial Moral Initiative:
From Traditional Perspectives to Open Positions

Qu Rong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view interprets moral agency as a unique ability of human moral behavior and proposes complete condi-

tions of moral agency. The traditional view does not directly deny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of artificial morality,
but it adheres to the anthropocentric position and lacks sufficient reflection on the complete conditions for moral agency. In fact, both
human and non-human beings still possess moral agency in the absence of certain conditions. From an open standpoint, moral agency
can be broadly understood as the ability of an entity to actively exert effective moral influence, requiring the entity to possess moral be-
havior “triggered” by its internal state, intern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be constrained by moral norms. Moral agency can be both natu-
rally generated and unconsciously constructed through software and hardware, as well as collective moral agency manifested through hu-
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cluding authorized moral agency, extended moral agency, and distributed moral agency.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ral agency; artificial moral agency; consciousness; inten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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